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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编辑和审稿专家给拙稿修改机会和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十分抱歉我们延迟了稿

件修回时间，主要原因是专家的意见极具建设性，促使我们深入查找和消化更多文献，反复

思考本研究的亮点或主要贡献究竟在哪里，重新梳理和架构文章的逻辑和故事线，花费了较

多的时间。下面针对三位专家修改意见一一做出回应，并按照专家意见对文章做了大幅度修

改。在一一回应每位专家的具体问题之前，请允许我们首先综合专家的主要意见，简要介绍

文章修改的逻辑主线，以便于专家总体上把握。 

1. 专家们敏锐而精准地指出了原稿中引用关于直觉(vs. 熟虑)思维模式(Isler et al., 2018; 

Rand et al., 2014; Van Den Berg & Wenseleers, 2018)的一系列研究作为解释本研究决策时长

效应之理论基础的不当之处，因为这套文献主要涉及个体决策时长如何影响其自身的合作行

为，而非关于个体如何知觉他人决策时长和做出反应的。因此，修改稿移除了这部分内容，

主要聚焦于个体决策时长如何影响他人的人际知觉和互动行为的文献，凝聚问题和寻找理论

缺口。 

2. 当聚焦于决策时长的人际互动效应问题时，我们发现现有研究虽然在决策时长具有重

要人际信号价值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但在其究竟具有何种人际效应问题上结论不一，大体上

可以区分为慢决策优势论、快决策优势论、中性论三种观点。仔细研读这些文献发现，之所

以出现这种分歧，主要是因为研究者常常把决策时长信息嫁接于特定的结果或目的来考察其

效应，致使所谓的决策时长效应均为绑定于特定任务或目的的决策时长效应，并非独立的决

策时长效应。严格地说，当研究者将决策时长信息附着于特定结果或目的来解释其效应时，

就掩蔽了他们原本十分重视的决策时长的独立信号价值，此种条件下探讨决策时长的人际效

应，难以形成一致的结论。 

3. 因此，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人际互动中决策时长本身究竟有没有、有什么独立的人际

信号价值？不回答这个问题，就难以弥合现有分歧，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要回答

这个问题，就需要隔离结果信息，在无反馈条件下，考察决策时长信息是否及如何影响人际

知觉和互动行为(尤其是合作行为)。 



4. 鉴于破解该领域难题的牵牛鼻子问题在于确认决策时长的独立人际信号价值，一旦做

到了这一点，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加之现有文献关于决策时长如何影响合作行为已经积累

大量研究(如本文引用的参考文献，尽管未隔离结果信息)，再增加一篇标题为“互动对象决

策时长对公共物品博弈中合作行为的影响”的文章，似无多大新意，尽管隔离了结果信息，

且此标题过于寻常，所以根据本研究针对的主要问题及其内容和结果，我们拟把文章的标题

修改“快速=真诚：公共物品博弈中的互动对象决策时长效应”，既突出本研究的关键突破性

发现(决策时长信息的独立人际信号价值)，又结合特定的合作场景(公共物品博弈)揭示其延

申的人际互动效应。请编辑和专家们帮助裁夺。 

5. 在此，一并解释一下本研究为什么不是遵从先验证主效应、再探讨中介和调节机制的

逻辑。主要原因如上所述，本研究最核心的问题或最突出的亮点是确认决策时长的独立信号

价值，其意义远大于检验其对公共物品博弈任务中合作行为的影响本身。也就是说，本研究

中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效应是核心和亮点，其对因变量的效应反而是延申价值，一定程

度上可以附证决策时长的独立信号价值。此外，如上所及，由于现有文献关于快、慢决策究

竟何者让人更合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若要首先检验主效应，无法形成关于主效应的假

设。即便基于我们关于决策时长前因效果(中介效应)的发现，强行先提出快决策让人更合作

的假设，也会陷入循环论证的陷阱。也就是说，不结合决策时长独立信号价值的分析，无法

提出关于主效应的假设，而结合了决策时长独立信号价值的分析提出假设，又会陷入循环论

证。值得一提的是，由自变量到中介变量、再由中介变量到因变量逐步推进的研究逻辑也常

见于相关文献，特别是在主效应难以确定的情况下，这种策略也会给人递进之感。从逻辑学

上说，先检验主效应、再探讨中介效应偏向于演绎推理的逻辑，而先检验中介效应、再推进

到主效应偏向于归纳推理逻辑。 

 

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文章探索了互动对象决策时长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尤其聚焦在不知晓对方决策结果的条

件下的决策时长效应，提出快决策通过诱发真诚感知和预期合作来促进合作行为。总体上实

验设计较为合理、选题角度也比较有意思，是一篇不错的论文，但是在假设推导、理论框架

和论文写作等方面还存在以下问题，供作者参考，希望对提升论文质量有所帮助。 

回应：非常感谢您对本文的总体肯定和提出来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您的宝贵意见对提升论文

质量帮助很大！我们认真按照您的意见对文章做了修改，有些问题做了解释和回应。 



 

意见 1：作者主要探讨互动对象决策时长对公共物品博弈任务中合作行为的影响，但是在全

文中却没有对此主要效应进行假设，仅提出“重在探讨此种人际线索影响合作行为的潜在心

理机制与边界条件”，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如作者所言，本论文的一个创新点在于区别于

以往的知晓对方决策结果的情景，仅关注决策时长，所以更有必要对这一条件下的快决策与

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单独探索，再进一步探索心理机制和边界条件。 

回应：谢谢您的这条颇具洞见的意见或建议，大大促进了我们进一步深思该文的重点或亮点！

确实的，按照本文原有的标题，应该遵照“Whether-How-When”的递进逻辑，逐步揭示纯

粹的决策时长是否、如何及何时影响合作行为，也就是先固定好主效应，再深入探讨中介机

制和边界条件。但出于以下几点原因或考虑，论文采用了由原因(机制)到结果逐步推进的假

设推演逻辑，即先证明自变量到最近的中介变量(感知真诚)的因果关系，再由此衍生出次级

的中介变量(合作预期)和因变量(合作行为)。 

(1) 我们设计研究时，考虑过采用“Whether-How-When”的递进推演逻辑，但查阅文献

时发现，现有文献不足以让我们直接推论出纯粹的决策时长是否让人更合作的假设(参见开

头总体回应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 

(2) 本研究的亮点或创新点在于澄清不受决策结果污染的互动对象纯粹决策时长是否及

如何影响对方的合作行为。由于现有研究结论不一，无法为直接提出主效应假设提供聚合证

据，所以需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另辟蹊径，从互动对象决策时长可能带来的近端的人际感

知入手，再进一步推论其可能引起的下游心理和行为后果。一方面，决策时长作为一种人际

线索，首先和直接影响的是人际感知，而通过查阅文献，我们发现，大量研究的结果直接或

间接地指向快决策让人感知更真诚的结论，支持我们做出快决策让人感知更真诚的假设。另

一方面，一旦该假设得以证明，就可以进一步推断出更多的下游变量。因此，研究采用了由

原因(机制)到结果逐步推进的假设推演逻辑，即先证明自变量(决策时长)到最近的中介变量

(感知真诚)的因果关系，再由此推论出次级的中介变量(合作预期)和因变量(合作行为)。如果

这样的因果链条得以证明，现有研究遗留下来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无论慢决策优势论、快

决策优势论，还是中性论，都可以由于证明了快决策让人感知更真诚而趋向于一致的结论。

本研究的实验 1 之所以单独考察互动对象决策时长对感知真诚的作用，就是因为感知真诚是

本研究牵牛鼻子的关键或核心节点变量，只有首先证明了这一点，才能进一步推演出后续的

假设。 

(3) 尽管“Whether-How-When”的研究思路充分体现递进逻辑，也是多数研究采用的思



路和逻辑，但在相关文献中，确实也有不少研究采用由因及果逐步推进的思路和逻辑，最后

证明主效应的存在，特别是在主效应事先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例如，Bitterly 等人(2016)旨在

考察幽默对地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理论推导部分，该研究并未直接假设“幽默提升地

位”，而是采用由因及果的逻辑：先提出幽默能提升自信知觉与能力感知，继而推演幽默经

由这两种知觉作用于地位。类似地，Briñol 等人(2007)探讨了信息接收者的权力对态度改变

的影响。作者认为其核心机制在于：权力能够增强个体对自身想法的信心(原因)，而这一机

制在不同阶段被激活时，会导致不同的态度结果(结果)。具体而言，当个体在接收说服信息

之前被赋予权力时，增强的信心使他们更依赖既有观点，从而减少对新信息的加工；而当权

力在信息处理之后被赋予时，则会强化刚生成的想法，使这些想法在态度形成中发挥更大作

用。在研究设计上，作者先通过实验验证权力与信心的关系，再进一步考察这一机制如何作

用于态度转变。在本研究的设计中，除了实验 1 单独考察决策时长对感知真诚的作用外，实

验 2a、2b、2c 及实验 3 除了检验中介和调节效应外，也一直在重复考察决策时长对合作行

为的作用，这也正是实验 2a、2b 和 2c 要通过收紧或放松实验操纵重复三次的原因之一。后

四个实验的结果一致支持快决策促进合作行为的结论，基本上可以回应“互动对象决策时长

对公共物品博弈中合作行为的影响”的问题。 

(4) 受您的启发，我们重新深思了本研究的亮点或重点。虽然目前的论文题目“互动对

象决策时长对公共物品博弈中合作行为的影响”可以由本研究的结果得以回应，且确实也澄

清或破解了以往相关研究遗留下来的问题，但一方面显得过于普通或平常，难以让读者一下

子把握本研究的亮点，另一方面也没有反映本研究的核心发现。考虑到本研究的核心发现在

于证明了纯粹决策时长的独立人际信号价值，即快决策使人感知更真诚，由此带来了一系列

下游的心理(合作预期)和行为(合作行为)人际后果，也就是说快速决策让人感知更真诚是澄

清或破解以往相关研究遗留问题的关键点，是否将题目修改为“快速=真诚：公共物品博弈

中的互动对象决策时长效应”更合理，请您再指导。 

按照您及另外一位评审专家的意见，我们较大幅度修改了正文的“1 引言”部分，以使研

究的目的和针对性更加明确，同时适当解释了为何要采用目前的假设推演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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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预实验测量的快慢决策时间“假如你的伙伴能看到你做决策的时间，而你想让他(她)

感觉你是合作的(即向公共账户中投入更多代币)，你会选择较快地做出决策还是较慢地做出

决策？”，我理解的互动对象的决策时长，是否应该是“假如你能看到你的伙伴做决策的时间，

他较快地做出决策还是较慢地做出决策，你会感知到他是更加合作的或者你会倾向于与他合

作吗”，前者体现出的是从自身的角度做选择看合作倾向，后者是从互动对象的决策时间反

馈出发看自己的合作倾向。文章是聚焦在后者。 

回应：谢谢您的认真和细心！确如您所言，预实验是让被试换位思考，站在互动对象(第二

方)的角度，来反向预测自己的决策时长是否预示合作行为，考察其是否间接意识到了己方

决策时长与他方合作行为的关系，而正式实验中是让被试站在自己(第一方)的角度直接预测

互动对象的决策时长是否预示其合作行为。前一种测的是二阶认知或信念(他如何看我的决

策时长)，后一种测的是一阶认知或信念(我如何看他的决策时长)，前者比后者更间接，因而

也更高阶一些。从发展的角度看，具有一阶认知或信念不一定发展出二阶认知或信念，而具

有二阶认知或信念一定有一阶认知或信念，因而测量二阶认知或信念更能反映被试是否意识

到决策时长与合作行为关系。当初选择这样测量的考虑是：(1) 避免与后续正式研究重复；

(2) 为后续研究测量一阶认知或信念奠定基础、提供依据；(3) 即便预实验未能证明被试具

有决策时长与合作行为关系的二阶认知或信念，也不妨碍后续研究探讨其是否具有关于此种

关系的一阶认知或信念。 

经您点拨，考虑到预实验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正式实验中快、慢决策的适当时限，加测这

样一个项目，本身有些突兀，目的不明，且与后续实验的测量既不一致，又没有必然逻辑关

系(不能服务于研究整体)，有点画蛇添足之感，反而易引起读者困惑，同时删除它既不影响

测量它之前的结果，又不影响后续实验的结果，我们在修改稿没有再报告此测量及其结果。

请您看看是否妥当。 

 

意见 3：预实验中提到的“被试完成单轮公共物品博弈的平均决策时长为 6.76s (SD = 4.31)”，

该平均决策是时长是基于问卷总时长得出还是基于(3)完成博弈任务这个单独界面的做决策

时间？目前 Credemo 平台已经支持记录单个页面的决策时间吗？我之前收集数据时记得只

能记录问卷总时长，无法记录单个页面的具体时间，是如何实现的？这只是个疑问。 

回应：感谢您对决策时长测量细节的关注。预实验中报告的“平均决策时长为 6.76s (SD = 

4.31)”是指被试在完成单轮公共物品博弈任务中的具体决策界面上的决策时长，非问卷总

时长。Credamo 平台支持记录单个页面的决策时间。具体做法是：我们在 Credamo 平台上



编制实验程序时，使用了“行为实验”这一高级题型。该题型支持记录被试在每一个试次上

的反应时间。博弈规则介绍和检测题完成后，被试会进入正式博弈界面。该界面要求被试回

答如下问题：“现在，你手里有 10 个代币，你愿意投入多少个代币到公共账户里？请在屏幕

上的方框里输入你愿意出的代币数额”。该界面作为一个独立试次呈现，平台会自动记录被

试在此页面上的反应时间，用于后续的决策时长分析。 

 

意见 4：作者提到的人际知觉视角和个体差异视角体现在哪里？理论框架较为薄弱。 

回应：我们真诚地感谢您就理论框架提出的宝贵意见。人际知觉视角体现在本研究的预实验

和前四项正式实验都是从人际互动角度探讨一方的决策时长如何影响另一方的人际知觉、合

作预期及合作行为，个体差异视角则主要体现在最后一项实验引入了社会价值取向这一个体

差异变量，以探讨这种个体差异是否及如何调节前四项实验的发现。也就是说，既探讨了互

动对象决策时长的人际效应，又探讨了这种效应的个体差异。 

尽管如此，您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从……视角”是一个较为高位的概念，通常在文

章中提到“从……视角”时，需要做些理论引导或支撑。结合另外一位评审专家希望聚焦于

某种理论来凝聚本研究相关假设的建议，我们在引言部分增加了对相关理论框架或依据的介

绍。修改后的理论框架如下： 

正如我们在回应您的意见 1 时所提到的，决策时长与合作行为关系的争议，需要首先明

确决策时长究竟传递了怎样的人际意义。换言之，决策时长的社会信号功能是理解其与合作

行为关系的关键环节，因此这一环节的理论架构至关重要。为此，我们结合双系统理论和刻

板印象内容模型的温暖优先效应推导出决策时长与感知真诚的关系。具体而言，双系统理论

指出人类判断既可依赖缓慢、深思熟虑的系统 2，也可依赖快速、直觉化的系统 1(De Neys, 

2023; Kahneman, 2011)。在缺乏丰富语境信息的互动中，观察者往往依靠系统 1，仅凭对方

微妙和单一线索即可自动、迅速且低成本地形成判断(Miles & Sadler-Smith, 2014; Wang & 

Ziano, 2022)。刻板印象内容模型认为，温暖(warmth)与能力(competence)是社会知觉的核心

维度(Fiske et al., 2002)，其中温暖感知具有优先性(the primacy of warmth)(Abele & Wojciszke, 

2014; Eisenbruch & Krasnow, 2022)。感知真诚被视为温暖维度的核心成分，具有高可及性，

易被系统 1 加工(Bonensteffen et al., 2020; Kahneman, 2003)。结合已有文献对决策时长与感知

真诚关系的支持，我们推论出快决策个体会被感知为更加真诚。由此建立了决策时长的社会

信号功能，并可进一步推导出其对下游中介变量(合作预期)和因变量(合作行为)的影响。 

此外，系统 1 的加工虽然使个体能够快速解码决策时长这一单一线索，但不同个体对社会线



索的敏感性和利用程度存在差异(Scopelliti et al., 2017)。为了完整理解决策时长作为社会信

号的作用机制，我们引入个体差异变量作为潜在调节变量。社会价值取向是社会困境研究中

最核心的个体差异维度，它直接反映了个体在相互依赖环境中为自身、他人或集体分配资源

的偏好模式(Hilbig et al., 2014; Hu & Mai, 2021; Van Lange, 1999)，且不同社会价值取向个体

对他人信息和行为的关注程度不同。因此，我们将其作为边界条件考察决策时长效应在不同

社会价值取向个体中的差异。总体而言，本研究通过双系统理论和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温暖

优先假设为决策时长的人际信号功能提供了理论支撑，并将个体差异纳入边界条件考察，从

而形成了从机制到行为的完整理论架构。 

我们再次衷心感谢您的宝贵意见，这些建议对我们的修改工作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正是基于您的建议，我们在正文中进一步充实了理论框架，补充了关于双系统理论、刻板印

象内容模型的温暖优先假设和社会价值取向的论述，从而使人际知觉视角和个体差异视角更

为突出，并更好地凸显了决策时长的社会信号功能。由于修改内容较多，我们不在此一一罗

列，敬请专家移步正文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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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5：预实验采用的 7 点量表，1=慢，7=快，常规做法一般是 1 非常慢—7 非常快，有程

度上的差异。比较好奇作者直接快和慢 anchor 在两端，其他快慢程度是用的什么等级词汇，

可以考虑直接在正文中展示出。此外，研究 1 中的男女比例差异比较大，女性较多，女性的

合作倾向往往高于男性，作者可以看一下是否有性别差异。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虽然修改稿不再报告该测量及其结果，我们还是需要向您

说明并致歉意。在实验过程中，被试需要回答：“假如你的伙伴能看到你做决策的时间，而

你想让他(她)感觉你是合作的(即向公共账户中投入更多代币)，你会选择更快地做出决策还

是更慢地做出决策？”该题目采取 7 点计分。我们在两端设置了锚定词，1 代表“更慢地进行

决策”，7 代表“更快地进行决策”，这明确标示了量表的方向性，即数字越大代表决策越快(如

下图所示)。中间等级(2—6)未设置文字说明，仅以数字标示。这样设置的目的是为了让量表

保持一个连续的感知区间，使被试可以根据自身判断，自主地在“更慢”到“更快”的区间

中定位选择，以获得更具区分度的反应。 

 

感谢您对研究 1 中被试性别比例问题的关注。如您指出的，研究 1 中女性被试的比例相

对较高，您建议我们进一步检验性别是否会对因变量产生影响，这一建议对完善数据分析具

有重要启发意义。按照您的建议，我们以性别为预测变量，以感知真诚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对感知真诚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12, t = 1.53, p = 0.13, 95% CI = 

[-0.09, 0.73])，表明性别差异并未对本研究的核心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此外，受您建议的

启发，并结合审稿专家 3 的第 5 条意见，我们进一步对其他人口学变量进行了系统分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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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我们分别以年龄和教育程度为预测变量、以感知真诚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

果同样不显著(β 年龄 = -0.07, t = -0.84, p = 0.40, 95% CI = [-0.04, 0.02]; β 教育程度 = 0.09, t = 1.19, 

p = 0.24, 95% CI = [-0.16, 0.64])，说明这些人口学变量亦未对主要结果产生干扰。 

为了进一步检验人口学变量在本研究中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也对实验 2a-c 和实验 3

中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同样的分析，分别以感知真诚、合作预期与合作行为为因变量，考察性

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的预测效应，结果显示均未达到显著水平。我们已将上述各项人口学变

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整理出来。考虑到正文篇幅所限，现将相关数据结果放置于文章的补充材

料（在正文最后）中，并在实验 1 的被试部分添加脚注进行说明。 

 

意见 6：建议作者在每个实验结果呈现之后添加对实验结果的解读，例如“进一步中介分析

发现，“决策时长→感知真诚→合作行为”路径(间接效应 = 0.04, 95%CI = [0.003, 0.08])和“决

策时长→感知真诚→合作预期→合作行为”路径(间接效应 = 0.05, 95%CI = [0.02, 0.09])成

立，而“决策时长→合作预期→合作行为”路径(间接效应 = 0.05, 95%CI = [-0.03, 0.13])不成

立。”后面需要作者继续解读实验结果，而不是呈现完就结束了，所有研究就存在这个问题。

此外，建议每个实验之前加一个过渡段，介绍与上一个研究的关联以及这个子研究改进了哪

些方面，为什么做这个改进，是为了解决哪些缺陷改进的。写作上需要很大程度的加强才行。 

回应：感谢您的这条建设性意见。原稿确有您所说的问题，按照您的建议，我们做了两点修

改，主要原则是有利于读者理解结果和前后文的逻辑关系：(1) 在修改稿的适当地方增加了

对实验结果的简短解读和实验间的逻辑衔接语句和段落。(2) 为每个实验加了标题，直接点

名它的目的及其与前后实验的不同之处。如：“预实验  确定正式实验决策时长”“实验 1  

解码决策时长的独立人际信号意义：感知真诚”“实验 2a  揭示决策时长对合作行为的影

响：感知真诚与合作预期的中介作用”“实验 2b  仅保留直接感知操纵：检验时长效应稳

健性，排除感知能力中介”“实验 2c  仅保留间接提示操纵：进一步检验时长效应稳健

性”、“实验 3  社会价值取向的调节作用”。请您移步修改稿正文审阅。 

 

意见 7：合作预期是如何测量的？通过这道题目吗？“界面要求被试预期在此轮博弈中对方

投入公共账户的代币数”，没有介绍清楚。同时建议作者对研究 2a2b 和 2c 做一个总的流程

图，直观展示三种不同水平的决策时长操纵。 

回应：感谢您的问题和建议！是的，我们是通过让被试预测此轮博弈中对方投入公共账户的

代币数来评估合作预期的。为了使测量方法更清楚，我们在实验 2a 的“材料与程序”部分



做了明确说明。 

关于实验 2a、2b 和 2c 决策时长操纵方式的差异，确如您注意到的那样，原稿“研究概

览”部分介绍的确实有些过于简短和浓缩，不便于读者把握。按照您的建议，修改稿的“研

究概览”部分细化了三种操纵方式差异的介绍，并在下面补充了这几个实验决策时长操纵水

平的示意图，以便于读者理解各实验操纵的具体差异。非常感谢您的这条建议！ 

 

意见 8：图 3 难以理解，很少见这种画法，可以参考图 1 的画法加入调节变量的路径。 

回应：感谢您指出这一问题！按照您的建议，我们重绘了该图(如下图 2)所示。同时，为了

让读者事先对我们的研究思路和假设形成整体认知，便于阅读，我们在引言部分增加了理论

模型图(如下图 1)所示。 

图 1 理论模型 

 

 

 

 

 

 

图 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路径系数为标准化路径系数。虚线表示路径系数不显著。 

 

意见 9：见数 Credemo 拼写错误，应该是 Credamo。 

回应：回应：谢谢您指出此低级错误，修改稿在第一次出现“见数平台(Credamo)”字样时，

将“Credemo”更正为“Credamo”，后文均仅使用“见数平台”，不再标注英文。 

 

意见 10：英文摘要中尽量不要出现数据。 

回应：感谢您的细心！已按照您的意见对英文摘要进行了修改，避免出现具体数据。 

 

决策时长 

感知真诚 

合作行为 

H1 

合作预期 

H2 

H3 

H3 

社会价值取向 

H4 

决策时长 

感知真诚 

合作行为 

0.16** 

 

合作预期 社会价值取向 

0.11* 

 

0.44*** 

0.65*** 

 0.14** 0.05 

0.03 



意见 11：参考文献格式尚有不符合规范，需进一步检查修改。如题目仅首词首字母大写即

可(Krueger, J. I. (2013). Social Projection as a Source of Cooperatio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4), 289–294. https://doi.org/10.1177/0963721413481352 等)、建议参

考文献用左对齐 

回应：谢谢您的细心和认真！您指出的这篇文献我们修改如下： 

Krueger, J. I. (2013). Social projection as a source of cooperatio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4), 289–294. https://doi.org/10.1177/0963721413481352 

同时，根据您的意见，我们仔细检查并校正了所有参考文献格式，并将参考文献统一调

整为左对齐。 

……………………………………………………………………………………………………… 

 

审稿人 2意见： 

本研究通过 1 项预研究，5 项正式研究在控制互动对象其他线索条件下，探讨决策时长

如何影响对方人际知觉及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合作行为，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语言较为流

畅。还存在如下不足，供进一步提高完善： 

回应：由衷感谢您对我们研究的总体肯定和建设性修改意见！您的真知灼见对这篇论文的修

改和完善具有关键指导作用！ 

 

意见 1：引言部分：这一部分直接从决策时长的作用提供了两种可能解释出发，提及各自存

在进一步拓展的地方，进而提出本研究思路和目的。但研究思路和研究目的相关内容并没有

说清楚，例如“后一种解释只是得出了快决策让人推断此人更极端的结论......”什么意思，缺

少基本的文献铺陈这里的评述空中楼阁，再如 “......且这种人际知觉对人际关系发展和社会

互动结果有明显而深远的影响”。也缺少必要的解释说明。而后直接提出本研究拟在......。建

议引言部分还是需要对下文中所涉及的中介和调节做简要的阐述或研究视角的介绍。特别是

对于过往两种解释还需要结合本研究加以展开适当阐释，目前介绍蜻蜓点水，比如，根据两

种时长解释，支持各自解释的预测结果或指标是什么？ 

回应：诚挚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您的点评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原稿引言部分存在两个关键问题：

首先，研究思路与研究目的的阐述未能充分扎根于现有文献，导致论述逻辑不连贯；其次，

未能在引言部分预先阐明中介与调节的理论基础。针对这些问题，并结合另一位评审专家的

意见，我们重新梳理和消化文献，凝练问题和理论缺口，在此基础上重写了引言部分，请您

移步审阅。在此，仅对所做修改简要说明如下： 

https://doi.org/10.1177/0963721413481352


原稿将“思维模式假说”和“动机冲突假说”锚定为需要检验的两种假说，基于此提出问题

及研究思路和目的，是有失妥当的，主要问题在于“思维模式假说”涉及个体的决策时长(直

觉 vs. 熟虑思维模式)如何影响其自身的合作行为，而不直接涉及个体如何感知他人决策时

长和做出反应(尽管二者之间可能存在间接关系)，与本研究所关注他人决策时长如何影响人

际知觉和合作行为存在概念差异(参见开头的总体回应中所做说明和解释)。根据另一位评审

专家的建议，通过梳理文献和深入思考，修改稿中移除了这一不完全契合本研究主题的假设，

转而聚焦于他人决策时长如何影响个体人际知觉和合作行为的文献，凝聚争议点，提出本研

究的问题及研究思路和目的。基于此，修改稿引言部分的思路和论述逻辑如下： 

首先，梳理和厘清现有研究关于决策时长影响他人合作行为的三大类矛盾发现：(1) 慢

决策优势论：慢决策更能获得积极评价并诱发合作(Efendić et al., 2020; Kupor et al., 2014)；

(2) 快决策优势论：快决策更受好评并诱发合作(Jordan et al., 2016; McEllin et al., 2023; Van 

de Calseyde et al., 2014)；(3) 中性论：决策时长只是反映个体在合作与背叛动机间的冲突程

度，其本身不足以传递互动对象合作与否的可靠信息(Critcher et al., 2012; Evans et al., 2015; 

Evans & Rand, 2019; Evans & van de Calseyde, 2017)。 

其次，分析存在争议的原因：一是多数研究的实验设计将决策时长与行为结果(如帮助、

投资或合作)强制关联呈现，导致无法分离时长本身的独立人际信号价值。例如，McEllin 等

人(2023)的研究发现个体更倾向于选择快速做出合作决策的伙伴，但这一偏好反映的是决策

时长(快速)与决策结果(合作)的叠加效应，而非纯粹的决策时长效应。二是这种设计本质上

倾向于激活双系统理论所谓的系统 2(理性推断)。当决策时长与决策结果同时呈现，系统 2

会结合结果信息对决策时长的人际意义进行推理和判断，从而形成解释，因此决策结果信息

就会污染对决策时长效应的解释。简言之，这些研究考察的是个体结合结果信息，基于系统

2 深思熟虑与有意识推理后解读的决策时长效应，忽视了系统 1 的直觉加工机制可能发挥的

关键作用——即观察者可能通过自动化处理，绕过结果信息依赖，直接解码出决策时长信息

的社会信号意义。 

第三，凝练研究问题，提出假设模型。要想解决这一领域存在的理论争议，需要在剥离

结果信息条件下，揭示纯粹决策时长的人际信号价值，这正是本研究致力于解决的核心理论

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的启发式理论(Todorov et al., 2002)、双系统理论

(De Neys, 2023; Kahneman, 2011)、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温暖优先假设(Abele & Wojciszke, 

2014; Eisenbruch & Krasnow, 2022)及社会价值取向理论(Van Lange, 1999)，构建了本研究的

假设模型。借鉴以往投稿的经验，我们采取了先给出整体研究思路和假设模型(不少审稿人



希望先给出一个假设模型，方便读者预先了解研究整体思路)，再逐次论证模型中各个路径

具体假设的逻辑和策略，推进假设提出部分的论述。 

最后，通过研究概览具体交代和总结实验研究部分推进的总体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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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研究假设部分：这部分内容还较为分散，建议最好有一个统一的理论视角或理论基

础，结合过往研究结果，进行必要的理论推导和文献回归，进而提出研究假设。目前，各个

假设的提出在理论推演方面还较为薄弱，使得各个变量较为分散，缺少有机整体。例如，调

节变量为何是社会价值取向而非其他变量，如利他倾向、内隐人格等等变量？为何本研究会

提出时长是与感知真诚密切，更为直观的感知时长是否同样会引发更高的知觉流畅性、积极

情绪、信任感知？这一系列的疑问还需要回归到你的理论视角和理论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

更好的把本研究理论模型从逻辑上构建为有机整体。 

回应：感谢您对研究假设部分提出的疑问和见解！我们完全认同您的看法，由于原稿的引言

部分对现有研究及其遗留的关键问题阐述的不够明确和具体，也没有交代清楚本研究的出发

点和理论基础，便开始提出一个个假设，确实会给读者留下突兀和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修改

稿充分注意了这些问题，请您再予以指导。为了便于您了解，这里对修改稿的理论基础和假

设推演问题做点简要说明： 

正如我们在回应您的意见 1 中提到的，要想真正解决决策时长研究领域的理论争议，关

键在于揭示决策时长本身的独立人际信号价值——即人们如何解读并利用这一信息做出人

际判断。这一基础性问题的解答为理解决策时长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提供关键的理论支点。为

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整合社会信息加工的启发式理论(Todorov et al., 2002)、双系统理论(De 

Neys, 2023; Kahneman, 2011)和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温暖优先假设(Abele & Wojciszke, 2014; 

Eisenbruch & Krasnow, 2022)、社会价值取向理论(Van Lange, 1999)，建立了本研究的理论(假

设)模型(参加修改稿正文图 1)。基本的推演逻辑简述如下： 

(1) 按照社会信息加工启发式理论(Todorov et al., 2002)，人际知觉始于对可及线索的自

动化归类。人们天然地具有将来自他人的孤立、间接、片段和不确定信息作合理解释，并自

动化地快速形成印象的倾向(De Freitas & Hafri, 2024; Todorov et al., 2015)，如社会心理学中

的第一印象、晕轮效应等均是此种社会信息加工机制的表现。 

(2) 认知心理学的双系统理论(De Neys, 2023; Kahneman, 2011)认为，系统 1(直觉系统)

先于或早于系统 2(理性系统)处理低认知负荷的孤立线索(如决策时长)，自动化地解码其信

号价值，其形成的直觉印象影响系统 2 的加工，又受系统 2 的认知校准。该模型既支持社会

信息加工启发式理论关于自动化解码孤立和片段信息的观点，又补充了认知校准的视角，为

解读人际互动中对方决策时长信息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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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 1 从孤立和片段的时长信息自动化地解码出何种人际意义呢？刻板印象内容模

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指出，温暖(warmth)和能力(competence)是人际知觉的两大

核心维度(Fiske et al., 2002)，即人们天然地倾向于基于孤立和片段信息对他人形成这两个维

度的印象(Glikson et al., 2018)。决策时长信息可能被自动化地解码为他人的温暖信号(如快=

坦率或草率、慢=认真或算计)，也可能被自动化地解码为他人的能力信号(如快=聪明或头脑

简单、慢=睿智或愚笨)。然而，大量研究证实，相对于能力感知，温暖感知具有优先性(the 

primacy of warmth)(Abele & Wojciszke, 2014; Eisenbruch & Krasnow, 2022)。一方面，在加工

次序上，温暖特质的可及性更高，先于能力特质被感知(Fiske et al., 2007)。另一方面，温暖

特质对于人际知觉及互动行为的作用大于能力特质(Dhaliwal et al., 2022)。因此，互动对象的

决策时长信息优先激活对方的温暖感知，并更大程度上决定随后的互动行为(如合作)。 

(4) 在温暖特质的子维度中，真诚是决策时长信息携带和传递的关键人际信号，原因如

下：其一，真诚在所有温暖特质中具有基础性、枢纽性的核心地位，是影响人际感知的枢纽

特质——对真诚的感知直接决定人际信任的建立与维系(汤一鹏 等, 2021)。无论是在组织管

理、亲密关系还是协商谈判等社会互动领域，真诚均为预测社会互动质量的关键因子(Kang et 

al., 2020; Leong et al., 2020; Sutton, 2020; Zhang et al., 2019)。其二，真诚具有高可及性：微弱

的社会线索(如面部微表情、语音语调、视觉注意分配等 )能快速触发个体的真诚判断

(Bonensteffen et al., 2020; Fish et al., 2017; Tastemirova et al., 2022)，而高可及性特质更易被系

统 1 加工，迅速进入注意与评估流程(Kahneman, 2003)。其三，决策时长与感知真诚存在直

觉层面的天然对应性。作为温暖特质的基础表现形式(Fiske et al., 2002)，真诚既指个体忠实

于自身真实感受与想法，也包含对他人坦诚无欺的表露(Harter, 2002; Kernis & Goldman, 

2006)。从忠实于自己维度看，个体记忆中真实的感受与想法更易被快速激活提取，构成即

时反应的默认选项(Meyer & Schvaneveldt, 1976)；从忠实于他人维度看，说谎或欺骗需额外

占用工作记忆资源(存储并提取真实与编造的双重信息)(Christ et al., 2009)，同时抑制自发的

真实反应(Spence et al., 2001)，这会消耗认知资源并降低反应速度，而坦诚表露则能加速反

应。因此，真诚既是决策时长信息传递的最原始人际信号意义，也是时长信息触发的最基础

人际感知。 

(5) 一旦系统 1 自动解码了决策时长信息的真诚信号意义，就不仅回应了本研究关注的

基础理论问题，也为解释时长信息如何影响合作行为建立了逻辑起点。根据双系统理论(De 

Neys, 2023; Kahneman, 2011)，系统 1 既可以直接引起下游行为反应(如合作)，又可以激活系

统 2 的认知校准功能，并为其提供基础。当个体将快、慢决策解码为真诚或不真诚时，系统



2 就能基于此种信号意义进一步预期对方的合作行为，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因此，合作预

期(系统 2 的功能)可以说是感知真诚(系统 1 的功能)延伸出来的下游中介变量。结合目标-预

期理论(goal-expectation theory; Pruitt & Kimmel, 1977)及实证研究证据，我们推导出了“感知

真诚-合作预期”的链式中介路径。 

(6) 按照社会价值取向理论，人们可以被区分为亲自我和亲社会两种基本的人际利益偏

好模式(Van Lange, 1999)，且相关研究已经揭示此两类人对来自他人的社会信号的敏感性或

重视程度不同(Hu et al., 2017; 李琎等, 2020)。这就自然衍生出一个问题：上面推导的决策时

长效应是否会因为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不同而不同呢？当我们探讨的是双方存在明显利益

关系的社会困境中的合作问题时，这个问题尤为重要，因为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与个体的

社会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基于相关文献，我们推导出上述决策时长效应适用于亲社会个体，

而不太适用于亲自我个体的假设，明确了此种效应的边界条件。 

我们非常理解您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想让我们厘清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假设推演过程，形成逻

辑上自洽的体系，希望修改稿和上面的说明做到了这一点。您举例提到了其他一些可能的调

节和中介变量，相信您并非是想让我们一一澄清为什么不选择它们。除了上面提供的理论基

础和假设推演逻辑可以部分回答为什么不选择其他调节和中介变量外，这里再补充几点附加

的考虑，供您参考。 

在我们设计该项研究和提出研究假设时，也考虑过竞争中介存在的可能性，但出于以下

几个原因，没有设定竞争中介假设，而是基于相关文献选择了目前的中介变量：(1) 自变量

对最近的中介变量影响的可能性及文献依据。在本研究中就是互动对象的决策时长最有可能

造成的人际知觉是什么？当然有多种可能性，如最直观的就是对方是爽快之人或是迟疑之

人，或如您说的对方加工流畅与否、其做事风格令人愉快还是不快、值得信任还是不值得信

任，甚至还可以是对方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如此等等。如不对决策时长可能引起的人际知

觉加以归类、不借助于文献，就无法确定究竟应该选择什么中介。按照人际知觉的“大二”

模型，它有两个核心维度：温暖和能力。因此，关键的问题是互动对象的决策时长究竟引起

温暖感知还是能力感知(您说的加工流畅性应属于此类)？目前文献主要集中于前者，而不是

后者。而且，大量研究的结果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快决策让人感知更真诚的结论，支持我们做

出短决策时长让人感知更真诚的假设。尽管如此，受您意见的启发，在修改时，我们重做了

实验 2b，增加了感知能力测量，以检验其是否也会起到中介作用(参见对您第 5 个问题的回

应)。(2) 什么样的中介变量最有可能预测因变量？在合作行为研究中，虽然也有关于能力感

知影响合作行为的文献，但得到的结果并不一致。如有研究表明，对互动对象的高能力感知



促进合作行为(Hackel & Zaki, 2018)，也有研究发现了相反的结果(Azevedo et al., 2018)，意味

着能力感知对于预测合作行为具有不确定性或歧义性。相反，大量的研究一致表明，对互动

对象的高温暖感知促进合作行为。在我们重做的实验 2b 中，检验了决策时长是否通过能力

感知影响合作(参见对您第 5 个问题的回应)。(3) 多个可能影响合作行为的中介变量(温暖感

知)之间是什么关系？且不说对方的决策时长会不会直接影响积极情绪、信任感知(可能还有

心理距离、亲密感等等)，即便它确实可以引起这样的温暖人际知觉，也还可以追究这些变

量之间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仍可以追问：何以快决策会让人感知情绪更积极、对方

更值得信任、心理距离更近或亲密感更高？如果没有一个更原始、更直接、更基础的对互动

对象主体的知觉，这些都无从得到解释，而感知真诚恰恰是快决策引起的关于互动对象主体

的更原始、更基础的知觉，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核心中介。有了它，才能够推论出更下

游的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链式中介中的“合作预期”就是由感知真诚推

论出的一个下游中介变量，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就是您推荐的“信任感知”，或者说是

“信任感知”稍微下游一点的变量，因为预期对方合作性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信任对方。(4) 

对于破解目前研究遗留的问题而言，哪一个中介更具有普适性或重要性？如同正文中所引用

文献表明的那样，虽然都在关注决策时长效应，但由于未分离决策时长和决策结果(合作)的

作用，常常根据决策结果解释时长效应，以至于对决策时长效应做出了多种不同甚至相互矛

盾的解释，如慢决策导致好结果可以解释为深思熟虑和认知努力等，快决策导致好结果可以

解释为聪明和加工流畅性高等。实际上，这些研究的各种解释都可以视为其关于决策时长(自

变量)到结果变量(因变量)的一种中介假设。如此多的竞争性中介假设，不仅难以得到普适性

的结论，也为我们选择竞争性假设造成了困难。 

选择社会价值取向作为调节变量，是因为它直接反映了个体在相互依赖的社会环境中为

个体和集体或他人分配资源时的偏好模式(Hilbig et al., 2014; Hu & Mai, 2021; Van Lange, 

1999)，因而是影响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最显而易见、最重要的人格变量，现有文献也支

持它有可能调节决策时长信息之作用。我们不否认您所说的利他倾向、内隐人格，乃至我们

在文章讨论的局限中提到的场依存性(独立性)、冲动性(沉思性)等人格维度可能具有的调节

作用，可能还有社会环境和文化等外部因素的调节作用，但澄清社会价值取向的调节作用具

有更基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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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各个实验之间，还缺乏必要的逻辑过渡。虽然作者在研究概览处有所涉及几个研究

之间的关系。但建议每个研究最后还需要几句话提炼该研究的结果发现以及可能的问题，更

好导入下一研究，增强研究之间的逻辑性。例如，研究 2a\2b 和 2c 的逻辑关系和一致性发

现。 

回应：感谢您的这条建设性意见。原稿确有您所说的问题，按照您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

增加了对实验结果的简短解读和必要的逻辑衔接语句和段落，同时为每个实验加了标题，直

接点名它的目的及其与前后实验的不同之处，便于读者总体上把握研究的整体逻辑。如：“预

实验  确定正式实验决策时长”“实验 1  解码决策时长的独立人际信号意义：感知真

诚”“实验 2a  揭示决策时长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感知真诚与合作预期的中介作用”“实

验 2b  仅保留直接感知操纵：检验时长效应稳健性，排除感知能力中介”“实验 2c  仅保

留间接提示操纵：进一步检验时长效应稳健性”“实验 3  社会价值取向的调节作用”。请

您移步修改稿正文审阅。 

 

意见 4：部分语言还需要润色，指代不明表述不一致。例如，真诚感知，还是感知真诚？预

研究中“单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被试在较快还是较慢决策问题上的平均分数”在较快还是较

慢决策问题？研究 1 中， “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长时长组(M = 5.97, SD = 0.83)时间操控伙

伴的决策时长显著” 什么叫时间操控伙伴的决策时长？ 

回应：衷心感谢您的审慎阅读！您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来自读者角度的阅读感受，使我们意

识到应该更加一致和清晰地表达相关内容。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全文进行了仔细的语言润

色和术语统一，统一使用“感知真诚”这一术语，并校正了所有不一致的表述。同时，我们

对存在指代不明或表述模糊的句子进行了修改，并全文注意了这个问题。例如，您指出的研

究 1 中的表达，已修改为： 

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长时长组(M = 5.97, SD = 0.83)被试感知互动对象的决策时长显著

大于短时长组(M = 2.42, SD = 1.39)，t (178) = 20.79，p < 0.001，Cohen’s d = 3.10，95%CI = 

[3.21, 3.88]，表明互动对象决策时长的操纵有效。 

此外，根据另一位评审专家意见，考虑到预实验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正式实验中快、慢决

策的适当时限，加测一个是否意识到决策时长与合作行为关系的项目，有些突兀，有节外生

枝之嫌，且与后续实验的测量既不一致，又没有必然逻辑关系(不能服务于研究整体)，有点

https://doi.org/10.1525/collabra.260


画蛇添足之感，反而易引起读者困惑，同时删除它既不影响测量它之前的结果，又不影响后

续实验的结果，我们在修改稿没有再报告此测量及其结果。 

 

意见 5：实验中是否有控制其他可能的变量，抑或是否有其他可能的备择中介或解释需要？

如我们在第二点提及，感知时长的快慢同样可能引发知觉流畅性、积极情绪、信任感知等？ 

回应：非常感谢您富有建设性的问题！您关于中介机制排他性的建议极具洞察力，对提升本

研究理论严谨性和结论说服力至关重要。我们完全认同您的观点，一个完善的研究设计确实

需要充分考虑并检验潜在的替代性解释。 

受您的启发，我们从理论视角出发思考可能的替代中介。依据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温暖

优先假设(Abele & Wojciszke, 2014; Eisenbruch & Krasnow, 2022)，我们推论出感知真诚(温暖

维度的核心成分)是关键的中介机制。社会知觉主要围绕温暖和能力两个基本维度展开，本

研究聚焦于温暖维度，因此最直接、也最具理论关联性的潜在竞争机制就是与温暖平行的能

力维度。快速决策除了可能被解读为真诚外，也可能被自动归因为高能力(您说的加工流畅

性当属此类)。有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对能力较高的个体展现更多合作行为(Hackel & Zaki, 

2018)。因此，感知能力是一个需要谨慎检验的潜在替代中介。 

原稿中的实验 2 系列包含三个递进子实验(2a、2b、2c)，通过由强到弱调整时长操纵的

方式，系统发现并验证了决策时长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为了检验感知能力这一

备择中介，我们重做了实验 2b，加测了感知能力题目，因为只有实验 2b 仅呈现决策时长信

息(没有言语提示)，更能反映纯粹决策时长的作用。这样，实验 2a 参考以往文献，通过直

接体验和间接提示的双重操纵，首先验证了感知真诚的中介机制作用后，实验 2b 仅保留决

策时长信息，同时加测感知能力，既可以在弱化操纵条件下进一步检验感知真诚的中介作用，

又可以检验感知能力作为中介的替代性解释。通过这种递进式检验策略，我们保持了系列实

验的逻辑延续性，又能够直接检验“感知能力”这一备择解释。 

结果显示，实验 2b 再次验证了感知真诚在决策时长与合作行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中介

效应 = 0.03, 95%CI = [0.003, 0.07])，更重要的是，新增的感知能力测量结果表明，长、短时

长条件下被试对对方能力的感知没有显著差异(t (196) = -0.86, p = 0.39)。该发现排除了“感

知能力”作为替代中介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凸显了感知真诚(温暖维度)在解释决策时长效

应上的独特作用。 

我们已在修改稿中将原稿中的实验 2b 置换为重做过的实验 2b。您的意见促使我们在理

论和实证层面都对中介机制进行了更为严谨的检验，显著增强了研究的解释力与理论贡献，



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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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6：摘要部分，作者所谓究竟快决策还是慢决策更容易博得对方好感，诱发更多合作行

为，尚无定论。与正文提及的已有研究发现不符，还需要进一步凝练研究问题或缺口。 

回应：是的，原稿这样的表述确有与文献不符的嫌疑，因为原稿引言和假设形成部分并未引

用慢决策使人更有好感或更合作的文献，仅仅在讨论部分提及这样的文献。这确实与凝练研

究问题或缺口不到位有关。修改稿凝聚出慢决策优势论、快决策优势论和中性论这些分歧的

发现和观点，并聚焦于决策时长独立人际信号价值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 

 

意见 7：讨论部分，第一，对于本研究结果如何支持所谓思维模式解释，而不支持动机冲突

解释的内容阐述不够清晰。例如， “一方面，它从互动对象如何看待当事人决策时长的角度

反证并拓展了前述关于直觉诱发更多合作的发现。反证在于，即便站在互动对象的角度来看，

也会认为直觉诱发更多的合作，毕竟快速意味着直觉，慢速意味着熟虑”。还是没有说清楚，

所谓快速意味直觉，慢速意味着熟虑 跟本研究的发型真诚感知、预期合作有何必然联系？

如何有拒绝了动机冲突解释？虽然作者试图解释，但是还是没有很清楚说明。第二，缺少对

所有研究中为何决策时长均无法直接通过预期合作影响？ 

回应：感谢您的这条真知灼见！关于第一个问题，如我们在总回应及对您意见 1 的回复中提

到的，修改稿中已放弃了“决策时长反映思维模式”的观点作为本研究的假设基础，因此讨

论部分不再涉及有关思维模式解释问题的讨论。 

关于第二个问题，在我们涉及链式中介的所有实验(实验 2a、2b、2c 及实验 3)中，决策

时长既通过感知真诚的中介作用影响合作行为，又通过“感知真诚-合作预期”的链式中介

影响合作行为，却并未观察到决策时长直接通过合作预期的中介作用影响合作行为(参见修

改稿正文图 3、图 5)。这种结果符合本研究关于决策时长先自动激活感知真诚(系统 1 的自

动解码)，再经由感知真诚诱发合作预期(系统 2 的认知校准)的双阶段加工构想，意味着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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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了决策结果(无反馈)等其他信息时，纯粹的决策时长不具有预期(系统 2 的功能)对方是否

合作的信号价值(这一点部分支持前述的中性论)。只有当系统 1 自动解码了决策时长的人际

信号意义后，才能为系统 2 的预期奠定基础。这恰好凸显了本研究隔离结果信息以揭示系统

1 自动解码决策时长独立信号价值的意义所在。根据您的意见，修改稿的讨论中加强和深化

了对这一结果的解释。 

……………………………………………………………………………………………………… 

 

审稿人 3意见： 

本研究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考察了互动对象决策时长对公共物品博弈中合作行为

的影响，并从揭示了其起作用的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思路清晰，研究扎实，具有一定的创

新性。但其距离发表还有很大问题，集中存在如下问题： 

回应：非常感谢您对本研究的思路、研究设计及创新性的总体肯定，令我们深受鼓舞。您的

颇具洞见的问题或意见促使我们全方位深思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价值意义、重点亮点、文献

基础等重要问题，切实有助于文章的修改和完善！ 

 

意见 1：从全文的撰写逻辑来看，对于研究的问题提出，似乎集中体现于引言部分。在此基

础上直接从 1.1 至 1.3 开始推演本研究要做的内容及其相应假设，虽然思路清晰，但显得本

研究的创新和价值体现不足，有“因为要这么做，所以这么做”的循环论证之嫌。 

回应：谢谢您的这条点评！实际上，这项研究原初的想法或创意既来源于文献中关于互动对

象决策时长人际效应的矛盾发现，又来源于现实生活中不同个体对于他人快、慢决策的不同

心理和行为反应的观察。由于研究者或普通人总是绑定特定的结果或目的来解读决策时长的

意义，所以究竟快好还是慢好，还存在较大分歧。我们想知道，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常见而

重要的人际信息，决策时长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独立人际信号价值。对这个问题的问答，不仅

有助于澄清学术上的理论争议，推进和深化现有研究，而且有助于普通人正确理解决策时长

的意义，为现实人际交往、组织管理、商业谈判等场景中的人际互动提供依据。 

然而，由于原稿对研究的理论和现实起点没有梳理清楚，行文没有切中要害，确有您所

指出的问题。修改稿重新梳理了研究的理论基础、思路逻辑，请您再审阅指导。 

 

意见 2：有关决策时长的两个作用的解释中“决策时长反映思维模式”的观点不严谨。很多以

往研究有关快慢决策的结论指的是被试自身思考的时间对其合作意愿和行为的影响。与本研

究所探讨的一方的决策时长影响对方的合作判断不是一回事，作为问题提出的立足点有失偏



颇。其更应该论证互动任务中，对方的决策时长如何影响合作中另一方行为的直接证据及本

领域的研究问题。第二种观点仅有一篇文献(Evans et al., 2015)支撑显得单薄。而且，从下面

的批判中，似乎并不是仅有这一项研究支持这个观点。 

回应：您的这条评论非常敏锐而精准！确如您所说，原稿采用的“决策时长反映思维模式”

的观点主要来源于个体自身决策时长(直觉 vs. 熟虑)对其合作意愿和行为影响的研究，与本

研究关注的互动对象决策时长如何影响个体合作行为的主题不完全契合，由此带来了文章的

中心和理论缺口飘忽不定，撰写过程十分别扭。正是您的这条意见，帮助我们厘清了思路，

将研究聚焦点移至互动过程中他方的决策时长如何影响我方的人际知觉和合作行为问题，进

一步梳理和消化相关文献。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现现有研究大体存在三类不同甚或矛盾

的发现：一类研究表明慢决策更易获得好评并诱发合作(Efendić et al., 2020; Kupor et al., 

2014)；另一类研究表明快决策更易获得好评并促成合作(Jordan et al., 2016; McEllin et al., 

2023; Van de Calseyde et al., 2014)；还有研究认为决策时长只是反映合作与背叛动机的冲突

程度，无法提供人际知觉和互动对象合作与否的可靠信息(Critcher et al., 2012; Evans et al., 

2015; Evans & Rand, 2019; Evans & van de Calseyde, 2017)。 

我们分析了存在这些分歧的原因，发现主要与研究者绑定决策结果来解释决策时长效应

有关。按照认知心理学的双系统理论(De Neys, 2023; Kahneman, 2011)，这些研究所发现的决

策时长效应都是基于特定结果推断出来的效应，这种推断更多地仰仗“系统 2”的理性分析

功能，忽视了“系统 1”对决策时长信息的自动化解码机制。为了分离后一种机制，本研究

采取隔离结果信息的设计，摒除结果污染(阻断系统 2 的作用)，考察纯粹决策时长信息是否

具有及具有何种独立社会信号价值(亦可参见开头总体回应中关于这一点的说明)。再次感谢

您的独到而深入的见解，帮助我们找到了文章的“魂”！基于这种思路，修改稿重写了“引言”

部分，请您再移步评阅！ 

此外，修改稿增加了关于“决策时长反映个体在合作与背叛动机间冲突程度”的文献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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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在上述这两个解释的基础上，去论证全文的研究逻辑有些立不住脚：第一，作者提

到“快决策让人更信任和更合作的结论是知晓对方决策结果(合作)条件下的决策时长效应”，

这个结论存疑，都是哪些研究体现这个观点？很多的博弈范式中，一方并不知道对方的决策

时长，也不知道其决策结果。例如，Rand(Rand et al., 2012)的研究都是或者实验操纵了时长，

或者基于以往研究的分析客观分析了时长和结果的关系。本研究也对为何会出现这种效应进

行了解释，并非作者所推断的“没有进一步回答何以会出现此种效应的问题”。反而，本研究

的链式中介效应的提出显得更浮于表面(因为未看到这与以往研究对比的阐述)，其价值不够

突出。 

回应：感谢您的这条点评和意见！它依然与原稿不恰当引用关于个体思维模式(直觉 vs. 熟

虑)如何影响其自身合作行为的文献作为解释他人决策时长如何影响人际知觉和行为之理论

基础有关，修改稿重构理论框架、研究思路和逻辑后，整个话语体系发生变化，上述论述有

的不再存在，有的辅以了更多确凿的文献依据。具体说明如下： 

关于“快决策让人更信任和更合作的结论是知晓对方决策结果(合作)条件下的决策时

长效应”，这句话确实是本研究梳理领域内文献后得出的一个一般性判断，且是本研究力争

改进或推进的地方。原稿论述中确实没有将相关文献梳理得足够完整和清晰，令您存疑，在

修改稿中更换了这句话的表述方式，并提供了更多确凿的文献支持。我们不否认您所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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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多的博弈范式中，一方并不知道对方的决策时长，也不知道其决策结果。”，此类无

结果反馈的博弈研究确实很多，但在我们所阅读的有关他方决策时长如何影响我方人际知觉

和合作行为的文献中，鲜有隔离决策结果考察决策时长效应的研究。 

Rand 等人(2012)的研究确实通过设定不同组的决策时长操纵了决策思维模式(直觉 vs. 

熟虑)，并分析了时长(思维模式)与结果的关系，但正如您前面所指出和强调的，他们的研究

主要涉及个体的决策时长(思维模式)如何影响其自身的合作行为，而不关乎他方的决策时长

如何影响我方的合作行为，因此他们对决策时长效应的解释，无论多么深刻，都无法直接迁

移到对他人决策时长效应的解释上。原稿正是因为没有区分和澄清这一点，才导致聚焦点不

集中，中心游离。在您的指导下，修改稿移除了关于个体思维模式如何影响自身合作行为的

论述，紧紧围绕他人决策时长如何影响个体人际知觉和合作行为问题展开论述，也克服了您

所指出的问题。 

关于“本研究的链式中介效应的提出显得更浮于表面(因为未看到这与以往研究对比的

阐述)，其价值不够突出”问题，修改稿已基于社会信息加工启发式理论、双系统理论、刻

板印象内容模型的温暖优先假设，做了深入的推导，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浮于表面”的问题，

请您再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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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4：第二，第二种解释中，(Evans & van de Calseyde, 2017)这篇论文也是本观点的论据。

作者批判以往研究“需要辅以诸多近端线索(如合作史)和远端线索(如面部表情或外貌)做出

合作与否的判断”，这可能仅是特定某项研究的其中一个实验这样设置了？所谓的“多种线索

的不兼容性，常常无法做出判断”是个缺点也是优待商讨的。可能近年来，本领域更多研究

发现，合作与否的决定会受多种因素决定，本研究也提出了相应的调节变量。本研究还原到

单一线索情境下去讨论问题，利于实验操纵，但不符合真实的情境。 

回应：感谢您的这条点评和意见！正如您所说，“需要辅以诸多近端线索(如合作史)和远端

线索(如面部表情或外貌)做出合作与否的判断”的观点的确是 Evans 和 van de Calseyde 

(2017)研究中某项实验的发现。该研究显示，个体认为快速决策更极端，换句话说，个体认

为快速决策者要么极度自私，要么极度合作。因此，仅凭决策时长，个体无法直接获知对方

的合作意愿。当决策时长与面部表情线索结合(如微笑表情, 研究 3)时，参与者才会认为快

速决策且带微笑表情的个体更可能合作。在您的指导下，我们意识到原文中提到的“多种线

http://doi.org/10.1038/nature11467


索的不兼容性，常常无法做出判断”表述不够准确，已在修订稿中删除。正如对您意见(1)

和(2)的回应，我们已经重新调整了思路，重构了引言部分，以更清晰地呈现研究目的和创

新点。恳请您再次审阅。 

我们理解您关于“单一线索情境不符合真实情境”的担忧，但我们认为聚焦决策时长这

一单一线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首先，从理论角度出发，单一线索研究能够明确检

验决策时长本身是否具备独立的社会信号功能，从而解释以往文献中快/慢决策效应不一致

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快速=真诚”这一核心观点得到验证，它将产生更广阔的理

论价值：它为几乎所有涉及决策时长的社会互动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线水平和解释框架，有助

于理解和预测快/慢决策对多种后续行为的影响，从而极大提升研究的理论整合力。其次，

从现实角度看，决策环境复杂多样，决策后果延迟出现(无反馈决策)的情况屡见不鲜(Hauser 

et al., 2014; Milinski et al., 2008)。此种情境中，个体可能无法获得即时的反馈信息，但仍需

对他人的行为作出快速判断。此时，决策时长作为单一可获取线索，便具有重要的社会认知

价值。此外，快决策促进合作的发现也与更广泛的“快速偏好”现象相呼应。在自然界和现

实生活中，“快”往往被赋予积极价值：奥运会口号中的“更快、更高、更强”，以及“手

疾眼快”“雷厉风行”“当机立断”等成语，都体现了快速反应的社会褒奖价值。这些偏好

更多涉及个体自身在应对环境时“快”所创造的现实效用，而本研究将这一偏好延伸至社会

互动领域，表明人类在社会合作环境中也进化出了对快速决策互动对象的偏好，使快决策成

为合作行为的重要信号。因此，本研究聚焦于纯决策时长这一单一线索，有助于揭示其作为

独立社会信号的功能，同时为理论扩展和现实情境应用提供有益视角。我们希望这一设计及

其研究结果能够为后续关于决策时长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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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5：“1.4 研究概览”展示的都是每个研究如何操纵的细节，对于几个研究的逻辑，及本

研究的理论贡献没有涉及。此外，G*power 3.1 计算所有研究的样本量在这个部分说也不太

合适，应该在每个研究里面描述。而且，为什么几个研究的效应量要设置的不一样？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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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感谢您的严谨和认真！关于“1.4 研究概览”，按照您的建议，增加了衔接语，加强

了几个研究的逻辑交代。鉴于之前的引言和假设推导(包括图 1 的假设模型)已经较为详细地

交代了研究思路和逻辑，之后的总讨论部分阐述了整个研究的理论贡献，为了避免重复，研

究概览主要简要介绍几个研究间的逻辑关系。 

关于预先计算样本量的内容，之前为了节省篇幅，我们把它放在了研究概览处。按照您

的建议，我们现在已把这部分内容移到各实验的被试部分。在所有实验中我们都预设了中等

效果量，但具体形式取决于实验设计：实验 1 和实验 2 是单因素被试间设计，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差异分析，效果量用 Cohen’s d，取中等效果量时 d = 0.5；实验 3 是双因素被试间

设计，用方差分析进行差异分析，效果量用 f，取中等效果量时 f = 0.25。形式上看似不同，

但本质上都是中等效果量，只是因为分析方法不同，所以呈现形式有所差异。 

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已在正文中对上述问题逐一进行了修正。鉴于修改内容较为分散，

我们不在此一一罗列，敬请专家移步正文审阅。 

 

意见 6：预研究的问题：实验范式是自己依据以往改编，还是自创？双公共物品博弈任务如

何跟以往经典公共物品博弈结果对应和比较？双人还能叫“公共”吗？ 

回应：感谢您对研究设计提出的细致意见。关于预研究中实验范式的问题，我们在此做以下

说明。 

预实验中采用的是双人公共物品博弈范式，它是在经典公共物品博弈的基础上改编而成

的。之所以选择这种形式，主要是因为正式实验中我们统一采用了双人公共物品博弈范式，

因此在预实验中也需要保持一致，便于确定正式实验中长、短决策的时限。 

至于正式实验为什么使用双人版公共物品博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已有文献中

采用多人(如四人)公共物品博弈探讨决策时长与合作行为的关系(Evans & van de Calseyde, 

2017)，但这种设计存在一定局限：在操纵长、短两种时长时，研究只向被试呈现其中一名

伙伴的决策时长(5 秒=快速；15 秒=缓慢)，其余两名成员的信息并未提供。这样一来，被试

很可能对其他成员的时长作出主观推断，从而削弱甚至破坏了实验中对互动伙伴决策时长这

一变量的有效操纵。基于这些潜在问题，我们采用双人版的公共物品博弈，以更好地突出伙

伴决策时长这一核心操纵，避免其他不必要的干扰。 

另一方面，公共物品博弈的核心机制在于参与者在“自我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

权衡：个体可以将个人代币投入公共账户，公共账户中的代币会被放大并平均分配给所有成

员(Van Lange et al, 2013)。本研究的双人版本保留了这一机制：双方均有 10 个初始代币，可



自由决定投入公共账户的数量，投入后的代币将乘以 1.5 并平均分配给双方。公共物品博弈

的“公共”含义并不在于人数多少，而在于资源的共享性及非排他性。共享性指的是投入公

共账户的资源会被所有参与者共享，而不仅仅是投入者个人获得。非排他性指的是一旦资源

投入公共账户，没人可以被排除在收益之外，即使你不投入，也能从公共账户中获益，这也

产生了“搭便车”问题。双人版公共物品博弈仍完整呈现了经典博弈的社会困境本质：个体

在自我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同时存在搭便车可能性。除了参与人数不同外，双人

博弈在机制和困境结构上与多人版是一致的。为了契合实验设计需求，这种双人版改编在既

有研究中也被广泛使用(Coricelli et al., 2004; Fleming & Zizzo, 2011; Nagatsu et al., 2018)。 

希望以上说明能够解答您的疑问，再次感谢您对我们研究建设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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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7：指导语说“我们会按照一定比例将你获得的代币数兑换成人民币，你获得人民币的

金额取决于你最终拥有的代币数量”但实际给了被试 2 元，这会影响结果吗，这也不符合伦

理规范。 

回应：感谢您提出这一重要问题！您提到我们在指导语中告知被试“我们会按照一定比例将

你获得的代币数兑换成人民币，你获得人民币的金额取决于你最终拥有的代币数量”，而实

际给所有被试统一报酬 2 元，这一差异涉及到实验中的欺骗性操作。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设置，

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之所以在指导语中告知“代币将兑换成人民币”，是想让被试相信实验奖励与决

策挂钩，如此可以有效激励其认真对待任务，而不是随意输入数字。这种安排能够增强被试

的参与感与真实感，使其更好地体会到自我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其次，为什么最终

https://doi.org/10.1177/0022002704264143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6.05.009
https://doi.org/10.1017/S1930297500008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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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按实际代币数额发放奖励？这与实验环境的限制有关。本研究在见数平台上开展，平

台无法实现真正的随机配对与实时博弈，实验中的“伙伴”实际上是由程序设定的虚拟对

象。因此，我们根据被试完成的任务量提供统一的参与报酬(2 元)。通过预设虚拟伙伴并辅

以上述“欺骗”，被试能够在心理上形成“正在与他人互动”的体验，从而保证实验效果和

数据的有效性。在社会困境和经济博弈研究中，类似的“欺骗”手段是常见且被广泛接受的。 

在伦理层面上，我们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在实验结束后，我们会对被试进行揭盲，说明实验

真实目的，明确告知实验中的伙伴由程序设定，并解释实际的报酬机制，即所有被试均获得

统一的参与报酬(2 元)。在实验开展之前，我们已将全部实验程序(包括欺骗部分和固定报酬

的安排)提交给伦理委员会，并获得了批准(伦理函的扫描版已发编辑部邮箱)。 

综上，虽然实验中存在欺骗性操作，但这一安排是出于为保证范式效果和研究效度所作

出的审慎选择，且有充分的伦理保障与事后揭盲程序。我们在修订稿中材料和程序部分对原

有的揭盲内容进行了补充，以便读者清晰理解实验设计与其合理性。修改后的表述如下： 

揭盲与说明。实验结束后，系统自动弹出一个说明页面，告知被试本实验中的“互动对

象”实际上是由实验程序预设的虚拟对象，而非真实存在的他人；实验中所提及的“代币按

比例兑换成人民币”仅用于增强实验的真实性与参与感，所有被试实际均获得固定被试费 2

元，并向被试说明实验的真实目的。 

 

意见 8：预实验 2s 和 11s，按现在一个标准差的标准，是算错了。应该是 3 个标准差？ 

回应：感谢您提出关于决策时长设定的意见！预实验结果显示，被试完成单轮公共物品博弈

的平均决策时长为 6.76 秒(SD = 4.31)。我们采用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并取整数的方式来确

定正式实验中的短决策时长(2 秒)和长决策时长(11 秒)。通过预实验所设定的长、短决策时

长，我们在正式实验中进行了应用，每个正式实验的操纵检验结果均表明，采用平均数±1SD

的方式对决策时长进行操纵能够产生显著效果。通常平均数±3SD 的方法多用于排除极端值，

而在本研究中，如果按平均数±3SD 计算，短决策时长将出现负值，这不符合实际，因此不

适合用于实验操作。 

 

意见 9：人口统计学变量是否影响结果？例如，每个研究男女比例都不均衡，女生数量较多，

这会造成合作倾向偏高？另外，网络招募被试是否对被试的注意力和作答时长进行了控制？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这两个重要问题，我们一一回答！首先，正如您所指出的，人口统

计学因素可能会对合作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在结果分析中对这些变量进行检验能够增强结论



的稳健性。我们在实验中测量了被试的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根据您的建议，为检验这些

人口统计学变量是否对主要因变量产生影响，我们分别以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为预测变量，

以感知真诚、合作预期和合作行为为结果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实验 1、2a、

2b、2c 和 3 中，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均未显著预测任何主要结果变量。鉴于篇幅所限，我

们将补充的回归分析结果放置于文章补充材料（正文最后）中，并在实验 1 的被试部分增加

脚注进行说明。恳请您移步审阅。 

其次，关于网络招募被试可能带来的注意力分散和作答时长问题，我们在实验中采取了

两方面的控制措施。首先，为确保被试充分理解任务并保持注意力，实验中设置了规则理解

检测题目。被试在阅读公共物品博弈规则后需要回答两道检测题，凡有一题回答错误者，其

数据即被剔除。其次，根据实验设计，程序未对单项任务设置作答时间限制，但实验平台会

记录被试完成整个实验的总时长。在剔除未通过理解检测的被试后，剩余被试的作答时长均

落在平均值±3 个标准差的区间内，即均处于合理范围，没有出现极端快答或慢答的情况。

因此，我们将正确回答理解检测题目的被试纳入正式结果分析，从而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 

 

意见 10：实验 1 先验证了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这不符合一般实验的逻辑。实验中，

自变量跟因变量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在其稳定的基础上，再去探讨作用机制和边界。本研究

之前也回溯决策时长对合作的影响本身存在争议。第一个实验应该首先探讨二者的关系。 

回应：非常感谢您及另外一位评审人提出这一宝贵意见！请参见本回应开头总体回应里第 5

点的说明和解释。我们十分认同实验研究中首先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重要性。之所以

在实验 1 中优先考察决策时长对感知真诚的影响，主要是因为这一设计与我们提出的核心假

设相对应。正如我们在对您意见 1 的回应中所阐述的，现有研究关于决策时长是否会影响合

作行为存在显著分歧。要解决这一理论争议，关键不在于简单重复验证“时长如何影响合

作”，而在于深入揭示决策时长作为一种社会信号，人们如何解读并利用这一信息进行社会

判断。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整合了双系统理论(De Neys, 2023; Kahneman, 2011)和刻板印象内容

模型的温暖优先假设(Abele & Wojciszke, 2014; Eisenbruch & Krasnow, 2022)，推导出决策时

长会优先、自动化地影响观察者的感知真诚。换言之，感知真诚是时长信息发挥社会信号作

用的基础。这一基础性关系的确认，为后续探讨决策时长如何进一步影响合作行为奠定了逻

辑起点和理论支撑。因此，我们将“决策时长 → 感知真诚”的检验置于实验 1，既是与理

论假设紧密契合的选择，也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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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11：实验 2 的研究条件改动特别细微，显得性价比不高，重复性太强。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与专业指导！我们充分理解您对实验 2 条件改动较为细微、可能导

致研究价值感不足的担忧。在我们的研究方案中，实验 2a 借鉴以往研究范式，通过双重操

纵(直接体验+间接提示)，发现了决策时长与合作行为的关系及内在机制，但操纵强度过大，

可能引发天花板效应；为此，实验 2b 和 2c 逐步弱化操纵强度，并分别考察直接体验与间接

提示的作用，我们能够系统性地验证决策时长效应的稳健性。同时，在另一位评审专家的指

导下，我们加入替代性解释的考察。在实验 2b 中我们增加了对互动对象能力感知(竞争性假

设)的测量，以检验决策时长效应是否可能源于对对方能力的推断。三个子实验之间并非简

单的“重复”，而是循序渐进、相互补充的逻辑递进，共同指向对“决策时长信息如何被解

读并影响合作行为”的系统性揭示。尽管实验 2 的三个子实验在表面上条件差异细微，但它

们在效应稳健性验证、替代解释排除和作用机制厘清方面各自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

我们认为保留实验 2a—2c 是必要的，并且能够显著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与理论贡献。我

们非常理解您对研究设计“性价比”的关注，但也恰恰是通过这种循序渐进的设计逻辑，我

们才能更全面、更稳健地解决该领域中长期存在的理论争议。希望这样的说明能够缓解您的

担忧。 

 

意见 12：图 3 变量间关系展示是否应该在图 1 基础上添加显得更清晰。现在的展示方法显

得研究 2 和 3 之间的联系不强，也不便于读者整合所有研究结果。 

回应：感谢您的审慎和细致性指导！为了更加清晰地呈现研究假设和本研究的核心逻辑，我

们对原有的模型图进行了修改，并在引言部分补充了整体的理论模型图，以提前向读者展示

研究框架。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实验 2 和实验 3 的结果部分，将模型图的画法统一为与概

念模型一致的格式，以便于读者整合所有研究结果。 

https://doi.org/10.1016/B978-0-12-800284-1.00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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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13：总讨论-专注于中介和调节作用，而非决策时长本身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有损本研究

的价值。 

回应：衷心感谢您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在原稿中，重点探讨互动对象决策时长对公共

物品博弈中合作行为的影响，如您所说，过多讨论中介和调节作用，而不是主效应，确有避

重就轻之嫌。按照您及其他专家意见调整思路和重点后，中介的重要性得以前移，给予较多

笔墨加以讨论相对较为合理，但依然不能忽视主效应的讨论。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在总讨论

部分增加了关于决策时长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讨论，请您再审阅。 

 

意见 14：本研究所述的“结果能否推论到其他社会困境任务(如囚徒困境、公共资源博弈)上，

尚需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这个不足是非常明显的。其不能仅仅在不足部分进行阐述。虽然

本文做了很多研究，但可能仅仅适用于一种类型的研究。引言和讨论中均未对这种做法的合

理性和原因进行强势解释。 

回应：感谢您的这条意见！我们非常重视评审专家关于研究外推性的意见。正如我们在“局

限与未来研究”中提到的，本研究主要基于公共物品博弈这一社会困境任务开展实验，其

“结果能否直接推广到其他社会困境任务(如囚徒困境、公共资源博弈)尚需未来研究进一步

检验”，但这并非意味着本研究采用的公共物品博弈任务和整个设计存在问题，甚至难说是

局限，因为没有哪项研究会把所有的博弈任务都尝试一遍(除非是为了专门考察不同博弈任

务的差异)，就像我们引用的文献所做的那样，大都是聚焦于某一种博弈任务检验相关假设

和探讨相关问题。其底层逻辑在于：尽管各种博弈的形式和内容不尽相同，但其本质(个人

利益与他人或集体利益冲突)是相同的，可以假定一种博弈任务上得到的发现具有一般的可

推论性和意义，虽然也可能因博弈的结构形式不同而出现某些差异，这也正是我们说“尚需

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的原因。 

具体到本研究，除了上述以外，还有以下两点冲淡了采用公共物品博弈任务可能带来的

风险：1. 无论是原稿题目“互动对象决策时长对公共物品博弈任务上合作行为的影响”，

还是修改稿的题目“快速=真诚：公共物品博弈中的互动对象决策时长效应”，都对任务做

了明确限定，使得其结果能否推论到其他博弈任务成了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而不是本研究

自身的问题；2. 根据您及其他专家的意见，重新梳理文献，聚焦问题后，重点或亮点前移

到分离决策时长的独立人际信号价值，公共物品博弈任务上的合作行为成为此种独立信号价

值的逻辑延申或附证，其重要性有所降低，也使其可推论性问题不再那样重要。 



尽管如此，从行文逻辑上说，您的建议是非常有价值的，正文中解释下为什么选择公共物品

博弈(而不是其他博弈任务)是必要的，有助于增强文章的严谨性。按照您的建议，我们在引

言部分第一次提及公共物品博弈任务的地方，通过脚注的方式做了采用此种范式的合理性说

明。 

 

意见 15：整体来看，全文参考的文献略显老旧。例如“与人合作和使人合作都是人们孜孜以

求的目标，而成功的合作决策取决于准确识别他人的合作意图”这样很普适性的论述引用的

还是 10 年前的老文献。 

回应：感谢您的细致建议！根据您的建议，我们替换和补充了近 10 年的相关文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1意见： 

作者在本轮修改中较好的解决了我上一轮次提出的主要问题，文章质量有了提升，还存

在以下几点问题供作者思考： 

回应：感谢您对我们上一轮修改的充分肯定及再次提出的宝贵建议。 

 

意见 1：研究 2a 中分了两轮，第一轮是不操纵决策时长的，在 4.4.2 第一段进行分析时，又

出现长短时长组被试合作行为的差异检验结果，说法上可能会引起歧议。所以，我建议作者

修改一下措辞，例如“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被分配到长(M = 4.77, SD = 2.16)和短(M = 

5.16, SD = 2.38)时长组的被试，在第一轮不操纵决策时长的情境下，其合作行为没有显著差

异，t (181) = -1.17, p = 0.24，说明两组被试是同质的，也确保了第二轮博弈中决策时长效应

的纯净性。”另外，第一轮的作答页面是否有单独看被试的决策时长，也可再次验证预实验

中，平均 6s 决策时间的合理性。 

回应：谢谢您的敏锐提醒！已按照您的建议修改表述，明确区分“被分配到长/短时长组”

与“第一轮不操纵决策时长”的逻辑关系，避免歧义，同时报告了此轮博弈的平均决策时长

与预实验平均决策时长的差异分析结果，验证了预实验中平均 6s 决策时间的合理性。此外，

我们也分析了后续实验 2b、2c 及实验 3 第一轮博弈平均决策时长与预实验平均决策时长的

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性，为了节省篇幅，避免冗长，不再在后续每个实验中报告此结果，也

在该段最后用括号内文字简短说明。具体而言，在研究 2a 中，我们对 4.4.2 节(现为 4.2.4.2



节)第一段的表述如下： 

首先，以第一轮公共物品博弈中所投代币数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

在第一轮不操纵决策时长的情境下，被分配到长(M = 4.77, SD = 2.16)和短(M = 5.16, SD = 

2.38)时长组被试的合作行为没有显著差异，t (181) = -1.17, p = 0.24，说明两组被试是同质的，

也确保了第二轮博弈中决策时长效应的纯净性。同时，该轮无操纵条件下的自然决策时长可

验证预实验决策时长的合理性。平台记录显示，被试平均决策时长为 7.21s (SD = 3.37)，单

样本 t 检验表明其与预实验的 6.76s 无显著差异，t (182) = 1.82, p = 0.07, 95% CI = [−0.04, 

0.94]，进一步佐证了正式实验长、短决策时长操纵设定的合理性(后续实验 2b、2c 和 3 均未

发现此差异，为节省篇幅，不再一一报告该结果)。 

 

意见 2：“8.1 关于决策时长对合作行为的影响”部分，“本研究的实验 2a-c 和 3 一致表明：

互动对象的快决策显著提升合作行为”，该论述与实验结果不符。按照实验证据，快决策只

能通过感知真诚作用到合作行为，直接效应不显著。作者在讨论部分要注意突出对文章主要

发现的讨论。 

回应：谢谢您的这条很好的意见！“互动对象的快决策显著提升合作行为”的说法确实与直

接效应不显著相矛盾，容易引起读者误解。我们的本意是尽管没有决策时长对合作行为的直

接效应，但从总效应看，快决策是显著提升合作行为的。之所以不想在这里提及通过感知真

诚和合作预期中介提升合作行为，是因为讨论的第一部分主要想先论及决策时长和合作行为

的关系，明确回应引言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下面一个问题才专论为什么会这样(中介效

应)。也就是，先讨论决策时长与合作行为的整体关系(总效应)，再深入讨论中介机制，这样

的行文逻辑更符合“现象-机制”的递进思路，最主要的是能明确回应引言中提出的问题。

因此，我们想在保留这一逻辑的前提下，通过精准措辞既呼应总效应显著的结果，又不与“无

直接效应”的实证发现冲突，同时为后续中介部分做好铺垫。根据上述逻辑，已修正 8.1 节

(现为 6.1 节)的第一段表述如下： 

本研究的实验 2a-c 和 3 一致表明：从总效应上看，互动对象的快决策显著提升合作行

为。这一发现不仅为前述的快决策优势论提供了实证支持，更直接挑战了慢决策优势论与中

性论的解释力。尤为关键的是，即便在严格排除结果信息污染的实验条件下，被试仍表现出

对快决策者的合作偏好，充分印证了人际互动中快决策优势的稳定性与可靠性。需要说明的

是，该总效应并非来自于决策时长对合作行为的直接作用，而是通过感知真诚和合作预期的

中介传导实现的，这一核心机制将在下文中详加讨论。 



 

意见 3：研究 3 中对社会价值取向的操纵，是先让被试做 9 个矩阵的代币分配任务，根据被

试的选择确定出该被试是亲社会还是亲自我取向，然后再根据其分类随机分配到长时长组和

短时长组吗？ 

回应：感谢您的问题！研究 3 的具体流程为：首先让被试完成 9 个矩阵的代币分配任务，根

据选择结果(某类选项≥6 次)将其划分为亲社会或亲自我取向(排除价值取向模糊者)；随后将

两类被试分别随机分配至长时长组或短时长组，最终形成 2(决策时长: 短 vs. 长) × 2 (社会

价值取向: 亲社会 vs. 亲自我)的完全被试间设计。我们已在正文“5.3 材料和程序”部分补

充该流程说明，明确分类与分组的先后逻辑，避免误解。 

……………………………………………………………………………………………………… 

 

审稿人 2意见： 

谢谢作者的回复，还有如下意见供进一步完善文稿。 

回应：十分感谢您再次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 

 

意见 1：理论基础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凝练，第一轮我提及到最好有一个统一的理论视角或理

论基础，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很好的解决。目前的文稿中整合社会信息加工的启发式假说

(Todorov et al., 2002)、双系统理论的直觉-熟虑分离机制(De Neys, 2023; Kahneman, 2011)、刻

板印象内容模型的温暖优先假设(Abele & Wojciszke, 2014; Eisenbruch & Krasnow, 2022)及社

会价值取向理论，目标-预期理论等等......不同的理论分别解释主效应、第一段中介效应，第

二段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这种表达使得研究变量之间是相互割裂的。一般而言，最好

基于核心的理论对全模型进行理论推导，1-2 个互补性的理论贯穿始终。从整个行文而言，

双系统理论是核心的理论基础，温暖优先，社会价值取向更多的建议表述为研究结果的推

论？ 

回应：非常感谢您对本研究理论框架的持续关注与深刻指正！结合您的意见，我们深刻意识

到原稿在理论整合上的关键不足：即并列引入多种理论分别解释不同变量关系，导致理论体

系松散、变量间逻辑割裂，未能形成贯穿全文的统一分析视角。 

我们完全认同您提出的“最好基于核心的理论对全模型进行理论推导，1-2 个互补性的

理论贯穿始终。从整个行文而言，双系统理论是核心的理论基础，温暖优先，社会价值取向

更多的建议表述为研究结果的推论？”的建议，并据此对全文理论框架进行了系统性重构与

高度凝练。 



修订稿中，我们明确将双系统理论确立为贯穿研究始终的核心理论基础，所有主效应、

中介路径与调节机制的推导均在该理论框架下展开。同时，我们对原有理论进行了三重优化： 

(1) 删除冗余理论：原文引入的社会信息加工启发式假说，其核心观点(快速直觉化判断)

已被双系统理论中系统 1 的自动化加工机制完全涵盖，单独罗列易造成理论重复，故予以删

除； 

(2) 重定位补充理论：将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温暖优先假设与目标-预期理论调整为辅助

性理论，不再作为独立分析视角。二者的核心观点被嵌入双系统理论的加工阶段：前者用于

解释系统 1 在解码决策时长线索时，为何优先指向“温暖-真诚”维度的人际感知；后者则

为系统 2 基于直觉感知进行合作预期的理性校准提供具体依据； 

(3) 整合调节变量的理论推导：社会价值取向的调节作用不再依赖社会价值取向理论单

独论证，而是基于双系统理论的核心观点——不同个体在系统 1 直觉加工阶段对社会线索的

关注与加工深度存在差异(Scopelliti et al., 2017)，将其作为个体加工倾向的差异变量自然嵌

入理论主线。 

基于上述调整，修订稿构建了逻辑严密的统一理论框架：决策时长作为低认知负荷的社

会线索，首先通过系统 1 被自动化解码为特定人际意义，其形成的直觉印象既可直接影响合

作决策，也可为系统 2 的理性加工提供基础，进而塑造个体的合作预期；而社会价值取向的

调节作用，则体现为不同价值取向的个体在系统 1 阶段对时长线索的加工偏好存在差异。所

有变量关系均围绕“系统 1 直觉加工—系统 2 理性校准”的双系统主线展开，辅助理论则聚

焦于解释加工过程的具体心理内容，避免了理论视角的分散与割裂。 

为匹配理论框架的重构，我们同步调整了文本结构：引言部分不再罗列多种理论，而是

明确提出双系统理论的核心地位；假设推导环节则以双系统理论为脉络，仅在必要处引入辅

助理论进行细化说明，确保全文理论逻辑的连贯性与一致性。 

再次衷心感谢您的建设性意见！您的指正不仅帮助我们解决了理论框架松散的关键问

题，更推动本研究的理论深度与逻辑严谨性实现了实质性提升。 

 

意见 2：研究结构建议做一些优化完善。首先，脚注过多影响基本的阅读流畅性。例如，第

二条脚注“关于为什么在实验 2b 检验感知能力作为替代性中介的可能性，参见后文介绍实

验 2b 处的说明和解释。”完全没有必要。其次，有评审提及可以流程图等形式适当交代清

晰研究 2 子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作者将这一内容放在全文的研究概论处，似乎不妥。

如有必要，应该移至研究 2 下面，简要说明。此外，研究 2a 所谓考虑到效应过强，这一说



法很难理解。 

回应：谢谢您的这条宝贵建议！按照您的指导，我们做了以下修改： 

(1) 脚注精简。原稿共包含三处脚注：根据您的明确要求，我们已删除说明“实验 2b 检验能

力感知作为替代性中介”的第二条脚注，并将相关逻辑整合至研究 2 新增的“实验概述”小

节中；对于解释公共物品博弈任务选择的第一条脚注，以及报告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结果的

第三条脚注，因涉及核心方法说明与关键补充结果，属于必要信息，置于正文可能影响行文

的逻辑连贯性，我们精简后保留了脚注。 

(2) 逻辑关系梳理：针对研究 2 各子研究逻辑关系的呈现问题，我们已将原置于“研究概论”

部分的说明内容及流程图，全部迁移至研究 2 专属的“实验概述”小节(新增)。在此小节中，

我们清晰阐释了研究 2a-2c 从“直接感知+间接提示”的双重操纵，到“仅直接感知”“仅

间接提示”的递进式设计逻辑，同时明确了实验 2b 排除感知能力替代性中介的核心目的，

并辅以图 2 直观呈现各子实验的操纵流程，使子研究间的内在关联更贴合读者的阅读逻辑。 

(3) 表述修正。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删除实验 2a 中“考虑到效应过强”的模糊说法。修改为

实验 2a 采用“直接感知+间接提示”双重操纵方式，后续实验 2b、2c 逐步弱化操纵强度，

分别采用“仅直接感知”和“仅间接提示”的操纵方式，旨在检验效应的稳健性，使逻辑更

易理解。 

 

意见 3：假设 1 和假设 2 等假设表述中均突出所谓社会困境中是何原因？从前文的理论推导

并未着墨过多所谓社会困境。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这一极具洞察力的意见！您指出的假设表述中突出“社会困境” 缺

乏前文理论铺垫的问题，与意见 4 中“决策时长与合作行为的逻辑关联存在跳跃”的质疑，

实质上指向了同一核心缺陷：原稿未能在理论推导的起点清晰界定研究的核心情境，导致后

文对“社会困境”的强调及变量间逻辑链条的呈现缺乏必要前提。 

事实上，本研究的核心议题始终聚焦于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社会困境是个体私利与

集体利益相互冲突的典型决策情境，而该情境下的合作行为，特指个体牺牲短期自我利益以

增进集体福祉的决策倾向(Rand, 2016; Van Lange et al., 2013)。原稿的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正是立足于“互动对象决策时长的快慢如何影响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这一学界尚存争议

的核心议题——既有研究分别提出快决策优势论、慢决策优势论与中性论三类观点，这些研

究尽管采用信任博弈、囚徒困境、公共物品博弈等不同实验范式(Evans & van de Calseyde, 

2017; McEllin et al., 2023; Jordan et al., 2016)，但其本质均属于社会困境研究的经典范式(Van 



Lange et al., 2013)，研究对象也均为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选择。 

由此可见，“社会困境”并非本研究附加的情境限定，而是研究问题与合作行为的固有

属性，这也是我们在假设表述中明确提及该情境的原因。但正如您敏锐指出的，原稿未能在

引言开篇即清晰界定这一核心情境，也未阐明既有研究与社会困境的内在关联，进而导致假

设中对“社会困境”的强调显得突兀，同时造成“决策时长—合作行为”的逻辑推导缺乏情

境锚点。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已完成以下几处实质性修改： 

(1) 优化文章题目表述：将原题目中“公共物品博弈中……”调整为“社会困境中……”，

明确本研究核心议题是互动对象决策时长对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影响。这一调整兼具多重

意义：一是从根源上解决后文“社会困境”表述突兀的问题；二是精准契合研究定位——公

共物品博弈仅为社会困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本研究检验核心效应的实验载体，而研究旨在

揭示社会困境情境下互动对象决策时长效应的普遍规律；三是与文中关于公共物品博弈任务

选择的脚注形成呼应，强化表述的一致性。 

(2) 同步校准全文表述：配合题目修改，在摘要及正文(尤其偏重理论阐述的引言、讨论

部分)将对应表述由“公共物品博弈”调整为“社会困境”；而在交代具体实验任务、呈现

实验结果等需要明确操作细节的语境中，仍保留“公共物品博弈”的表述，兼顾理论高度与

操作精准性。 

(3) 夯实引言理论铺垫：在正文开篇即清晰界定社会困境的概念内涵，明确本研究的核

心关注对象是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并系统梳理既有研究在该情境下关于决策时长与合作

行为关系的争议，在研究问题提出阶段就建立起“决策时长线索—社会困境合作行为”的完

整逻辑关联。经此调整，后续假设中对“社会困境”的表述将具备充分的理论前置铺垫，变

量间的逻辑链条也更为连贯自洽。 

再次衷心感谢您的深刻指正！这一系列修改不仅解决了理论推导中的情境锚点缺失问

题，更显著提升了研究理论框架的严谨性与全文表述的连贯性。 

 

意见 4：此外，建议进一步润色全文，可能由于修改所致，目前的文本过于臃余，不少语句

存在语病，或逻辑跳跃。例如，社会价值取向就是指亲社会，亲自我倾向？什么叫时长效应。

为何从决策时长的解读，就引入到因变量合作行为。温暖特质和能力特质是什么意思？还是

缺少简要的解释或铺陈，蹦出新的概念，建议在做精简无关内容表述同时进一步强化整个全

文的流畅性。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您指出的文本冗余、语病及逻辑跳跃等问题，精准切中

了当前文稿的短板。我们已按照您的指导，对全文进行了系统性的修改与打磨，具体措施如

下： 

(1) 补充核心概念界定。针对社会价值取向、温暖特质与能力特质、决策时长效应等关

键概念缺乏清晰定义的问题，我们均在其首次出现处补充了明确界定： 

社会价值取向是指个体在相互依赖的社会情境中为自己与他人分配资源的偏好模式

(Hu & Mai, 2021; Van Lange, 1999)，可划分为亲社会取向与亲自我取向(Hu & Mai, 2021)；其

中亲社会取向个体更关注群体与他人福祉(Iwai & Tavares, 2024)，亲自我取向个体则更侧重

自身利益(Demmers et al., 2022)。 

温暖特质与能力特质是人际感知的两大核心维度(Fiske et al., 2002)，前者反映对知觉对

象意图的感知(如真诚、友好、可信等)，后者则是对知觉对象实现意图能力的感知(如智力、

技能、创造性等)(Fiske et al., 2007)。 

“决策时长效应”为本研究的工作性术语，特指互动对象决策时长对个体人际知觉及社

会困境中合作行为产生的影响。引入该术语旨在对研究结果进行整合性概括，与论文标题形

成呼应，同时避免行文中重复使用冗长表述，降低读者的理解负担。 

(2) 强化关键逻辑链条。针对“决策时长解读与合作行为因变量之间逻辑跳跃”的问题，

我们已结合对意见 3 的修改，在引言开篇界定社会困境核心情境后，进一步衔接既有研究成

果，清晰阐明“决策时长作为人际感知线索，如何通过系统 1 直觉加工与系统 2 理性校准，

进而影响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选择”的内在机制，使变量间的逻辑关联更为顺畅。 

(3) 精简文本。在完成概念澄清与逻辑补全的基础上，我们对全文进行了逐句核查与润

色：删除与核心论证关联度较低的表述和冗余文献引用，修正语句语病，调整段落衔接方式，

确保全文论述简洁紧凑、逻辑连贯。 

再次衷心感谢您的细致指正！这些修改有效提升了文稿的可读性与严谨性。 

注：本回应中引用的文献均已列入正文参考文献列表，可供审稿专家查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审稿人 2意见： 

谢谢作者的修改和回复，文稿质量进一步得到提升。我没有其他问题了，仅有两点小建

议供参考。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对修改稿的充分肯定及再次提出的宝贵建议！您指出讨论部分小标题的

表述方式及“研究价值与创新之处”的呈现逻辑问题，确实切中要害，我们已据此对讨论部

分进行了优化调整。以下逐点说明修改情况，请您审阅。 

 

意见 1：讨论部分小标题不要使用“关于....”的表述，建议还是围绕核心发现讨论。 

回应：您建议避免使用“关于……”的表述，转而直接围绕核心发现展开讨论，这一意见非

常中肯。我们已对讨论部分的所有小标题进行了系统性修改： 

原小标题“6.1 关于决策时长对合作行为的影响”调整为“6.1 决策时长对合作行为的

影响”； 

原“6.2 关于决策时长和感知真诚”改为“6.2 决策时长与感知真诚”； 

原“6.3 关于感知真诚与合作预期的中介作用”修正为“6.3 感知真诚与合作预期的中

介作用”； 

其余小标题均按此逻辑统一优化，如“6.4 社会价值取向的调节作用”“6.5 研究局限

与未来方向”。 

修改后的小标题更直接体现各段落的实证发现，避免冗余表述，使讨论逻辑更紧凑、层

次更清晰。例如，在“6.1 决策时长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中，我们开门见山总结实验 2a–c

和 3 的一致性结果，并衔接双系统理论解释其机制，不再赘述“关于”类引入性语句。 

 

意见 2：“研究价值和创新之处”建议不必单独作为一个标题。这部分内容最好还是要融入

到前面的具体讨论中，因为所谓明确边界，厘清争议，是和前面的具体讨论内容有关联的且

重复的。目前更像一篇学位论文的结构。如果要写，建议压缩为一段放在总讨论的第一段作

为总结。 

回应：您指出将该部分单独列为标题易与前述内容重复，且更符合学位论文而非期刊论文的

写作规范，我们深表认同。已做以下调整： 

删除原“6.5 研究价值与创新之处”独立小节，避免结构冗余； 

将核心内容压缩为一段，置于讨论部分开头（即现“6 总讨论”首段），作为对全文理

论贡献的提纲挈领式总结； 

强化与前述发现的逻辑衔接：首段明确点出本研究“通过剥离决策结果信息，系统考察

决策时长的独立信号价值”，并概括其“破解理论争议”“揭示双路径机制”“界定个体差

异边界”三方面创新，后续各小节再逐一展开论证。 



此调整既突出研究的整体贡献，又避免与分点讨论重复，更符合期刊论文“总-分”式

讨论结构的惯例。修改后的首段表述如下： 

“现实竞争环境中，人们经常遇到不同类型的博弈对手。有些人无论合作与否，总是及

时做出决策和回应，属于爽利之人，而有些人无论合作与否，总是犹豫再三后才做出决策和

回应，属于迟疑之人。本研究通过创新实验设计成功剥离决策时长与行为结果的混杂关联，

以纯粹决策时长为上述两种行为的量化指标，逐步深入和较为系统地探讨了其对互动对象产

生的心理和行为后果，发现快决策让人感知更真诚 (假设 1)，而感知真诚不仅直接增加个体

的合作行为 (假设 2)，而且通过提高合作预期间接增加个体的合作行为 (假设 3)。此种效应

适用于亲社会个体，而不适用于亲自我个体 (假设 4)。这些发现确证了决策时长作为独立人

际线索的真诚信号价值，构建了“双路径-两阶段”整合模型，确立了社会价值取向这一核

心边界条件，为消解决策时长人际效应的理论争议提供了新证据，也为现实场景中的合作优

化提供了实践指引。” 

再次衷心感谢您的细致指导！上述修改已使讨论部分的理论聚焦性、逻辑连贯性及表述

简洁性均得到进一步提升。全文其他部分均维持原稿内容，未作变动。敬请专家继续审阅修

改后的文稿，若有进一步建议，我们必当认真完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轮 

 

编委意见：本文系统研究了探讨决策时长如何影响对方人际知觉及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合作

行为。作者基于几位评审专家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基础上，经过几轮的修改，文章的质量和

可读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已经达到心理学报发表要求。建议接收录用。 

 

主编意见：同意责编意见，同意发表。 


